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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在新世纪以来如何变化？回答这一问题要求我们精确测算

出口质量。目前广泛使用的出口质量测算方法有两个局限性：在理论建模上仅考虑需求面而

忽略供给面；而经验实证的关键变量又存在测量误差，且测算值在跨时跨国意义上不可比。

为了解决现有方法的问题，我们系统考虑了供给面和需求面，创新性提出适用于微观数据的

新的出口质量测算办法。我们利用新方法测算 2000-2006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有以

下发现：第一，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分布总体上升 15%；第二，内外资企业间的质量差距缩

小，内资企业呈现质量追赶；第三，大部分行业出口质量提升，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质量水

平更高，进出口关税水平与出口质量负相关；第四，贸易自由化中，持续出口品种的质量提

升是总体质量提升的 重要动力，退出品种和进入品种质量较低，分别促进和减缓了总体质

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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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ng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 Quality: Pitfalls and Remedy 
 

Abstract 
 

How does China’s manufacturers’ export quality evolve since 2000? One cannot answer the question 

without reliable export quality estimates. We argue that the existing approaches to estimate export 

quality suffer from the pitfalls that 1) they only consider demand-side while ignoring supply-side in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2) they use variables with measurement errors and generate estimates not 

comparable across years or destinations. To avoid these pitfalls, we propose a new estimating 

approach applicable to micro-level data by jointly considering supply-side and demand-side 

information. Using China’s manufacturing firm data and customs data from 2000-2006, we estimate 

firm-product-destination-year level export quality and find that 1) overall export quality of Chinese 

manufacturers has increased by 15%; 2) quality gap between foreign firm and domestic firm has 

narrowed, with domestic firm exhibiting quality convergence; 3) export quality increases for most 

industries, is higher in high-income destinations, and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both export and 

import tariffs; 4) surviving varieties contribute to most of the aggregate export quality upgrading, 

while low-quality existing(entering) varieties facilitate(hamper) the aggregate export quality 

upgrading. 

 
Key Words: Export Quality, Firm Productivity, Quality Upgrading 

JEL: F1, L6, O3 

 

 
 
 
 
 
 
 
 
 
 
 
 
 
 
 
 
 
 
 
 
 
 



3 
 

一、 引言 
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第一个十年，我国经历了贸易自由化这一对外开放的重大进程。自

2002 年我国加入 WTO 之后，关税壁垒显著降低，我国的出口呈现持续快速增长：自 2002

年到 2008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我国每年出口额增长均保持在 20%以上，在危机之后的 2010

年又迅速反弹至 30%左右。快速增长的出口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中国

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在此期间如何变化，则成为令人瞩目的重要问题。以往研究发现发达国

家倾向于出口高质量的产品（Hummels 和 Klenow，2005；Hallak 和 Schott，2011；Feenstra 

& Romalis，2014；等），因此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

志，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产业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在我国当前面临人民币预期

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需不确定性加剧的不利条件下，我国能否成功实现产品质量升级，

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我国能否改变目前制造业普遍“大而不强”的

现状，实现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的产业转型升级， 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关键环节。因此，准确地描述新世纪以来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变化趋

势，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刻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 

然而，如何精确测算在跨时和跨国意义上可比的出口产品质量，一直是国际贸易研究中

的一大挑战。因此虽然与出口质量有关的问题非常重要，但相关研究 近才开始出现3。由

于产品质量这一特征难以观察，因此开发并选取适当的质量测算方法， 大程度地减少测算

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差，是相关研究 为重要的工作。而在本文中，我们首先提出，目前较

为广泛使用的出口质量测算方法（Khandelwal 等，2013）在理论和实证意义上分别存在相应

的局限性：1）理论上，现有方法仅考虑了需求面因素，将质量作为外生给定，忽略供给面

的重要因素；2）实证上，现有方法采用出口离岸单价（FOB 价格）代替出口到岸单价（CIF

价格）作为出口目的地消费者所面对的价格，因此引起变量测量误差，另外现有方法在估计

出口质量时使用固定效应去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做法，会导致质量测算值跨时跨国不可比。因

此利用现有的方法测算出口产品质量，可能会因为遗漏重要的供给面因素和变量测量误差等

问题造成测量偏误，同时也无法从各方面详细评估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整体情况。 

为了有效解决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准确测算出口质量，减少测量偏误，并详细描述中

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各方面情况，我们同时全面考虑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在 Feenstra & 

Romalis（2014）的企业质量决策框架上改进拓展，将出口质量内生化，创新性提出新的适用

于微观数据的企业-产品层面出口质量测算办法，并在其中体现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对产品

质量的影响。运用这一 新方法，我们重新测算中国制造业一般出口企业在 2000-2006 年的

出口质量水平，从总体、分行业、分国别、动态边际等方面对出口质量情况做了详细描述分

析。我们测算所得产品质量所具有的特征，也与质量研究的一些经典结论一致。 

在理论研究意义上，本文对于产品质量的测算方法论应用做出贡献。在以往相关的文献

研究中，出现了若干种测算产品质量的方法，可归结为以下几类：1）单价法；2）特定产品

特征法；3）以 Khandelwal 等（2013）为代表的需求信息回归推断法，这也是目前 为广泛

使用的方法；4）以 Feenstra & Romalis（2014）为代表的供给需求信息加总测算法。这几种

办法都存在其相应的不足之处，我们简要回顾现有方法并指出其优缺点。 

单价法将产品出口或进口单价（unit value）作为质量的代理变量，其逻辑是高质量产品

一般单价也较高。这种方法优点在于较为简便，因此为许多研究所采用4。缺点是忽略了企

业生产率异质性所导致的差异，将价格差异完全归因于质量差异，无法将质量与价格分离。 

                                                             
3 部分研究并不直接研究产品质量的变化，而是通过其他变量的变化对出口质量的变化情况做推测。典型

例子如 Verhoogen（2008）。他发现在墨西哥比索贬值危机期间，墨西哥的高生产率企业提高了出口强度和

白领工人的相对工资，增加了 ISO 9000 的认证数目，他将这一现象解读为企业的质量升级行为。 
4 采用单价法的研究包括 Bastos 和 Silva（2010）、Auer 和 Chaney（2009）、Alessandria 和 Kaboski
（2011）、Manova 和 Zhang（20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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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产品特征法将研究范围限定为某种特定产品，利用产品具体特征构造质量指标。典

型做法如 Goldberg 和 Verboven（2001），Auer 等（2014）通过引入与汽车具体特征有关的指

标（如引擎马力等）来控制汽车的质量差异；Crozet 等（2012）和 Chen 和 Juvenal（2014）

分别将香槟手册上对于不同品牌香槟的评级，以及专家对葡萄酒质量的打分作为质量指标。

该方法优点在于对特定产品构造特定的质量指标， 大程度地量化质量；缺点则是对数据的

要求很高，需要包含每种特定产品详细的个性化特征，研究方法和得到的结论难以推广。 

需求信息回归推断法是目前 为广泛使用的方法。其中具代表性的 Khandelwal 等（2013）

（下称 KSW 方法）适用于测算一国微观企业-产品层面的出口质量，与本文 为相关，也被

大量相关研究所采用5。该类方法在需求方引入消费者对质量的偏好，通过消费者的优化行

为，将质量表示为销量和价格等需求层面的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对质量进行估计，其背

后的逻辑是：给定两个品种价格相等，市场份额较大的品种，其质量也较高6。该类方法提

供了对产品质量更精确、一般化的测算，也富有经济学含义。其缺点在于仅考虑了需求面因

素，将质量视作外生，而实际上，质量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考虑的重要内生变量，因而忽略

供给面因素以及企业内生决定质量这一事实，可能导致对质量的估计偏差。而在具体的方法

上，KSW 方法通常利用出口离岸价代表出口目的地消费者所面对的价格，但实际上，消费

者所面对的是包含了运输成本、保险费用、关税等贸易成本的出口到岸价，在从量贸易成本

（per-unit trade cost）广泛存在的情况下，这一做法会导致对价格这一关键变量的测量误差。

另外在实证估计中，KSW 方法利用国家-年份固定效应去除难以观测的宏观价格和收入因素，

导致所得的产品质量测算值跨时跨国不可比，从而为描述总体出口质量变化带来困难。我们

也会在下文详细对比本文方法和 KSW 方法之间的差异，指出其具体问题所在。 

供给需求信息加总测算法以 Feenstra & Romalis（2014）为代表，在理论框架上与我们

提出的方法 为接近。Feenstra & Romalis（2014）同时考虑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因素，将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决策内生化，提供了另一种测算出口产品质量的分析框架。在企业 优化

决策条件的基础上，Feenstra & Romalis（2014）利用加总数据测算进口国-出口国-产品分类

层面的进出口质量。这一方法的优点是全面考虑了需求和供给对于质量的影响，使得对于质

量的测算更加稳健。缺点是由于 Feenstra & Romalis（2014）没有使用微观数据，所以无法在

微观企业-产品层面上考虑企业生产率异质性，测算微观出口质量。 

我们所提出的方法，具体来说，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创新和改进：1）采用 Feenstra & 

Romalis（2014）的理论框架，全面考虑供给和需求因素，并证明我们所用的理论框架实际上

包含了目前广泛使用的 KSW 方法；2）提出基于微观数据的测算办法，体现了企业生产率

异质性的重要作用，测算企业-产品层面的出口质量；3）消除价格这一关键变量的测量误差，

同时避免使用固定效应去除宏观因素，从而保证测算得到的质量指标在跨时和跨国意义上可

比。同时，我们的方法背后也有直观的经济学直觉：给定两个品种价格相等，由生产率较高

的企业所生产的品种，质量应较高。 

在现实意义上，我们的研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首先，

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如何变化，一直是学术界内外所关心的问题。许多学者对中国出口产品

质量做了测度和分析，得到的结论却不尽相同：施炳展（2013）、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

发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 00-06 年呈上升趋势；李坤望等（2014）的研究却得到了相反

结论；张杰等（2014）则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在 00-06 年期间呈现先降后升的 U 型走势；

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则刻画了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企业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现

                                                             
5 如 Fan 等（2015）、戴觅等（2015）、许家云等（2015）。 
6 该类方法还包括 Khandelwal（2010）所提出的适用于测算一国产品层面进口质量，其经济学逻辑与

KSW 方法一致。而 Hallak 和 Schott（2011）认为当给定出口价格不变时，拥有贸易盈余的国家应该拥有

更高的出口产品质量，并据此测算一国出口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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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口质量测算办法存在缺陷的情况下，目前对于中国出口质量水平的描述可能存在一定的

偏差，我们在准确测算出口质量的基础上，从总体、不同类型企业、不同行业、不同目的国、

不同关税水平等角度对中国一般出口质量变化情况做详细描述，并进一步利用 Melitz 和

Polanec（2015）所提出的动态 Olley-Pakes 分解方法，将制造业总体质量变化情况分解为同

一产品品种自身的质量提升效应、不同品种间市场份额再分配效应以及品种的进入/退出市

场效应，并量化每一种效应的重要性，从微观基础上进一步刻画我国制造业出口质量变化的

主要来源。 

其次，由于中国在 2001 年底加入了 WTO，这一贸易自由化进程对中国进出口产品的质

量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许多研究尝试运用现有方法测算产品质量进行相关研究。Fan et al.

（2015）发现中国进口关税的减免使差异化产品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单价，使同质化产品

降低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单价；Bas & Strauss-Kahn（2015）发现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进口关税减

免使得中国出口企业使用更多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从而提高了相应的出口产品价格和质

量；余淼杰和李乐融（2015）也发现关税自由化使得中国企业进口更多高质量的中间品。我

们所提出的质量测算方法，丰富了微观层面上方法论的基础，有利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开展。 

利用中国制造业一般出口企业出口质量的测算结果，我们有以下发现：1）2000-2006 年

期间，中国制造业总体出口质量水平呈现分布总体右移，分布形态平稳的特征，出口质量水

平总体上升约 15%；2）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质量水平差距明显缩小，内资企业呈现

质量追赶；3）大部分行业的出口质量水平有显著提升，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质量水平更高，

而进口和出口关税水平与出口质量负相关；4）利用动态 OP 分解方法，我们发现在贸易自

由化进程中，持续出口品种的质量提升是 为重要的原因，退出品种和进入品种的产品质量

相对较低，分别促进和减缓了总体质量提升的进程；进一步的分解发现在持续出口品种的质

量提升中，品种自身质量水平提升和不同品种间的市场份额再分配效应之比大约为 1:3，市

场份额再分配效应占主导作用。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产品质量测算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描述研究所用的

数据和质量测算的具体办法，并比较本文方法与广泛使用的 KSW 方法的区别；第四部分利

用测算得到的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从各个角度详细描述 2000-2006 年期间中国出口质量

水平的变化；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 产品质量测算的理论框架 
我们借助 Feenstra & Romalis（2014）所构建的理论框架，推导出企业层面出口产品质

量的表达式，并基于这一表达式，利用微观层面的企业信息、产品出口信息以及已知结构性

参数的信息构造企业-产品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这一部分我们详细阐述如何在这一理论模

型的基础上，构造可应用于微观数据的产品质量测度的新的方法。 

在需求方面，消费者的效用不仅依赖于所消费产品的数量，还依赖于所消费产品的质量。

对于 j 国的消费者，在每个产品类别 g 中（本文以海关税则编码 6 位分类码为依据定义产品

类别）存在连续的差异化产品品种 ，消费者的偏好满足（2.1）所示的支出函数。 = [ ( /( ) )( ) ] /( )……（2.1） 

其中效用 > 0， = 1 + 	( )。 和 分别为在 j 国销售的产品品种 的到

岸价格和质量。参数 反映了 j 国消费者对于产品类别 g 的“质量偏好程度”。 为在同一产

品类别 g 中，不同品种之间的替代弹性。由于 的值依赖于效用，因此该支出函数所对应

的效用函数是非同位的。需求函数可由（2.2）得到： = ∂ / = (∂ / )/(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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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为产品的“质量调整后价格”，可以看到，这一指标为价格与质量

之比，因此“质量调整后价格”的下降可理解为企业产品的“性价比”上升。在预算约束式= 下（ 为 j 国消费者在产品类别 g 上的总支出），需求函数为（2.3）： = ∙ ∙ ∙ ( ) ( )……（2.3） 

其中 ≡ [ ] /( )为 j 国产品类别 g 的“质量调整后”综合价格指数。其他

条件不变下，品种 的价格提高，则对于品种 的需求减少；品种 的质量提高，则对于品种

的需求增加。将（2.3）等式两边取对数，则可以得到依据需求层面因素推导出的产品质量

表达式（2.3’）： ( − 1) = + − − − 1 ……（2.3’） 

（2.3’）所得到的产品质量表达式，其经济学直觉与 Khandelwal 等（2013）即 KSW 方

法相同：给定销售到同一国家 j，属于同种产品类别 g 的不同品种，若不同品种的到岸价格

相同，则市场份额（或销售量）更大的品种应该具有更高的产品质量。 

我们接着考虑供给面以内生化产品质量。企业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同时决定其生产

的差异化产品品种的质量和价格。对于在 j 国销售产品类别 g 的企业 i 来说， ∗为产品的

离岸出口价， 为产品的质量。企业 i 的利润 大化问题以（2.4）表示： 

;	 ∗ − , / ……（2.4） 

其中 ( , )为依赖于产品质量 和成本率 的单位生产成本， 为企业 i 销往 j 国
的产品类别 g 的数量， 为 j 国对产品类别 g 所征收的进口关税。企业出口面临两种贸易

成本：从价（ad valorem）成本 和从量(specific)成本 ，离岸出口价 ∗和到岸出口价

之间的关系满足（2.5）： = ( ∗ + ) ……（2.5） 

这一到岸价格 为 j 国消费者所面临的价格。参照 Feenstra & Romalis（2014）的做法，

我们假设单位生产成本的函数形式为 ( , ) = ( ) / / ，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时面

临边际成本递增，而0 < < 1则为在产品类别 g 中衡量这一成本递增效应大小的参数。

为企业 i 的生产率。由企业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可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1)] 
等式两边取对数并整理得到 = [ ∗ − 	( / )]  
其中 = ( − 1)/[1 + ( − 1)]。对于不同的年份 t，我们可以将产品质

量表达成为（2.6）式： = [ + ∗ + ( ) − 	( )] ……（2.6） 
我们利用（2.6）计算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2.6）有以下几个重要含义：1）企业

生产率异质性对于产品质量有重要作用，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则产品质量越

高；2）产品单价越高，则相应的质量也越高，因此以往研究采用出口单价作为产品质量的

代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需要其他条件不变；3）成本率越高，产品质量越低。因此直观地

说，我们所使用的基于（2.6）的产品质量测算方法有着这样的经济学意义：给定不同品种价

格相等，则由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所生产的品种，其质量应该较高。 

 

三、 数据来源和测算方法 
我们在这一部分详细介绍如何将本文提出的基于 Feenstra & Romalis（2014）框架的新

的出口质量测算办法应用到中国的微观数据，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详细对比本文方法和目

前 为广泛应用的出口质量测算方法——KSW 方法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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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2.6），为了准确地测算出口产品质量，我们需要每一年企业出口到每个国家每种

产品类别的 FOB 出口离岸单价 ∗，企业在每一年的生产率 ，相应每个行业在每一年的

成本率 ，以及一系列的参数值 ， 等。我们利用 2000-2006 年中国企业层面的海关进

出口贸易数据库、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以及 Feenstra & Romalis（2014）所估计出的结构

性参数进行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 = [ + ∗ + ( ) − 	( )] ……（2.6） 

 

（一） 出口离岸单价和企业生产率的计算及合并方法 
出口离岸单价的数据来自 2000-2006 年中国企业层面的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这一数

据由中国海关总署所统计和维护。该数据库中记录了每个企业每笔进出口交易的交易价值、

交易数量、HS8 位的产品类别、出口目的地等详细信息。如 Yu（2015）所发现的，中国的

加工贸易出口在出口总量中占相当的份额。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加工贸易完全使用进口中间

品以及部分进口资本品，其成本率 与国内投入品的成本率差别很大，难以获得。因此为了

避免成本率不准确造成的估计误差，我们仅保留一般贸易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 

由于海关数据所记录的出口离岸价值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我们利用当月平均美元对人

民币的汇率将每笔交易的出口离岸价值转换为人民币计价，并利用相应行业的产出价格平减

指数予以价格平减。我们构造企业-目的地-产品-年份层面的离岸单位价值 ，将企业 i
在 t 年中出口到 j 国的属产品类别 g 的离岸价值（数量）加总得到总价值（总数量），将总价

值除以总数量即出口离岸单价，如（3.1）： = / ……（3.1） 

其中 为企业 i 在 t 年向 j 国出口的属于产品类别 g 的出口离岸价值，

为相应的出口数量， 是出口离岸单价。产品类别 g 以 HS6 位产品分类码为准。 

我们接着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 的度量。传统上，企业 TFP 的度量采

用索罗剩余方法，即假设企业的生产技术满足以下 Cobb-Douglas 形式： =  

其中 为企业的总产出， 、 、 分别表示企业的资本存量、中间投入和劳动力投

入。将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即可通过 小二乘法估计上式，其残差值即为 	( )的估计值。

然而，传统的 小二乘法存在瞬时偏差和选择偏误，因此会导致对 TFP 的不准确估计。因

此我们参照 Amiti 和 Konings（2007）以及 Yu（2015）的做法，使用 Olley 和 Pakes（1996）

所提出的半参数方法对 TFP 进行估计，以克服瞬时偏差和选择偏误。 

我们利用制造业企业数据库构造企业层面的 TFP。该数据库为年度面板数据，包含了所

有的国有工业企业，以及年销售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库包括了财务报

表的主要信息和生产方面的信息。我们参考了 Cai 和 Liu（2009）、Feenstra 等（2014）的方

法进行了数据清理。参照 Ahn 等（2011），我们也将仅从事贸易活动的企业从样本中剔除。 

依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又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每个行业中的企

业生产技术不同，因此我们分行业对企业的生产函数进行估计，行业的划分基于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的 2 位数代码（CIC2 位代码）；第二，由于每个企业的产出均以货币单位计价，因此

为了克服价格指数变化所带来的测量误差（De Loecker，2011），我们利用行业层面上的产出

价格平减指数对企业的产出进行平减，同时也对中间投入进行价格平减。价格平减指数的构

造方法参照了 Brandt 等（2012）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Brandt 等（2012）利用产出价格平

减指数和投入产出表构造中间投入的价格平减指数，而由于投入产出表仅考虑了来自国内的

投入品使用，因此所构造出的中间投入价格平减指数更适用于一般贸易出口，而不适用于加

工贸易出口，这也是我们仅考虑一般贸易出口样本的重要原因；第三，如 Yu（2015）所考

虑的，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了 WTO，这一需求层面的正向冲击会增大 TFP 估计中的瞬时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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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因此我们将“是否已加入 WTO”这一虚拟变量包括到估计方程中，以更准确地估计 TFP；

第四，不同的所有制对企业 TFP 也有所影响。尤其在中国，国有企业的决策并非完全基于

利润 大化，而往往受到国家的影响（Hsieh 和 Klenow，2009）。因此我们将国有企业这一

虚拟变量也包括到估计方程中；第五，在估算企业真实资本存量时，我们采用与 Brandt 等

（2012）一致的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但不同的是我们使用企业的真实折旧额进行计算，

而非对折旧率进行假设。 

计算出企业的出口离岸单价和全要素生产率之后，我们需要对这两部分的数据进行合并。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法人代码与海关数据中的法人代码并不一致，因此无法通过法人代码

进行合并。我们参照 Yu（2015）的方法，采用海关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名称和

年份进行这两个数据库之间的匹配合并；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匹配度，我们也利用两个数据

库企业的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的后七位数字进行匹配。 

 

（二） 成本率 
我们接下来构造（2.6）中的成本率 。Feenstra & Romalis（2014）假设企业在生产过程

中只需要劳动力一种投入品，但实际上企业的投入品还包括中间投入和资本品。因此单纯使

用表示劳动力成本的工资率代替 并不恰当。我们将 定义为包含有三种投入要素价格的

“综合成本率”： ( ) = ‘ ( ) + ’ ( ) + ‘ 	( )……（3.2） 

如（3.2），企业的综合成本率实际上包含了劳动、资本和中间投入三部分的成本 、

和 以及其相应的份额 ′、 ′和 ′。由于我们仅研究一般贸易出口，因此生产用的所有

（或绝大部分）中间投入均来自国内市场。如前所述，我们对产出和中间投入均进行价格平

减，且所有行业的产出同时作为本行业和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因此在均衡中 = 1，有 ( ) = ’ ( ) + ‘ ( )……（3.2’） ’与 ‘分别表示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在综合工资率中所占的比例。我们将每个 CIC2 位

码行业中每年出口企业的应付工资总额和应付福利总额加总并予以价格平减，除以该行业每

年出口企业的总雇员人数，即得到 CIC2 位码行业层面每年的劳动成本： = ( + )/  

我们将每个 CIC2 位码行业中每年出口企业的折旧总额加总并予以价格平减，除以该行

业每年出口企业的总真实资本存量，即得到 CIC2 位码行业层面每年的资本成本： = /  

在生产函数满足 Cobb-Douglas 形式 = 的前提下， ’与 ′的具体数值

可根据生产函数的投入品弹性计算得到，具体如下： ’ = /( + + ) ’ = /( + + ) 
各个 CIC2 位码行业的 、 和 的估计值可以由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得到，

据此可以计算各种投入品成本在综合成本率中所占份额，进而依据（3.2’）计算每个 CIC2 位

码行业每年的综合成本率。 

 

（三） 结构性参数 
为了 大程度地保证产品质量估计值的完整性，允许我们能够描述质量跨时和跨国的差

异，我们利用 Feenstra & Romalis（2014）所估计出的每个国家每种 SITC 第二版 4 位码产品

层面上的结构性参数 、 和 的数值7，直接依据（2.6）计算产品质量。具体来说，我们

                                                             
7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利用 UNComtrade 数据库，采用校准估计（calibration）的方法估计每个国

家每个 SITC 第二版 4 位码产品层面上的 、 和 数值，这些数值均来自 Feenstra 的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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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WITS 所提供的产品分类系统转换，将 HS6 位产品码与 SITC 第二版 4 位码匹配，从而

得到每个 HS6-国家层面的 、 和 参数值。由于一部分 HS6 位码所对应的 SITC4 位码

层面的参数值为缺失，我们将这些 HS6 位码所对应的 SITC3 位码内的平均 、 和 参数

值作为其对应的参数值， 大程度地保证样本的完整。 

根据我们计算得到出口离岸单价 ∗，企业生产率 ，每个行业的综合成本率 ，

以及 HS6-国家层面上的参数值 、 和 ，我们可根据（2.6）直接计算出口产品质量

（其中 = ( − 1)/[1 + ( − 1)]）。 = [ + ∗ + ( ) − 	( )] ……（3.4） 

 

（四） KSW 方法 vs 本文方法 
目前广泛使用的对企业-产品层面出口质量进行估计的方法—KSW 方法由 Khandelwal、

Schott 和 Wei（2013）提出。表 1 首先简要列出 KSW 方法和本文方法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

的区别要点，接下来我们对这些区别做详细阐述。 

 

表 1：KSW 方法与本文方法的区别 
 KSW 方法 本文方法 
理论

层面 
仅考虑了需求面的因素，将产品质量作

为外生给定，利用消费者的效用 大化

导出产品质量表达式（3.4）。 

同时考虑需求面和供给面因素，内生化

产品质量，利用消费者效用 大化和企

业利润 大化导出产品质量表达式

（2.6）。且从需求面也可导出 KSW 方

法所依赖的（3.4）式。 

实证

层面 
1）利用 FOB 出口离岸价代替估计式

（3.5）中的 CIF 出口到岸价，因而产生

对于价格的测量误差； 

2）利用国家-年份固定效应，消除估计

式（3.5）中的参数值 − 1 +
，因而导致质量测算值在跨国和

跨年的意义上不可比。  

1）估计式（2.6）中的价格即为 FOB 出

口离岸价，可由数据直接计算得到，避

免测量误差； 

2）避免采用固定效应去除估计式（2.6）

中的结构性参数 和 ，而利用

Feenstra & Romalis（2014）估计出的参

数值直接计算质量，保证所得测算值跨

国跨年可比。 

 

1. 理论方面 
首先简要介绍 KSW 方法的理论框架。假设 j 国的消费者在产品类别 g 上的效用函数为

CES 形式（3.3）： = [ ( ∙ )( )/ ] /( )……（3.3） 

为 j 国消费者消费品种 的数量， 为相应 的质量， 为产品类别 g 中不同品种

间的替代弹性。在预算约束 ∙ 	 = 下，消费者对品种 的需求函数如（3.4）： = ∙ ∙ ∙ ……（3.4） = [ ] /( )为产品类别 g“质量调整后”综合价格指数。将（3.4）两边取

对数整理得（3.4’）： − 1 = + − − 1 − ……（3.4’） 

                                                             
（http://www.robertfeenstra.info/data/）。具体的校准过程请参照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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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有如下的经济学直觉：给定不同品种的 CIF 到岸价格相等，则销量更大的品种

应有更高的质量。在这一理论框架中，产品质量被视作外生给定， 大化消费者的效用即导

出产品质量的表达式（3.4’），因而仅考虑了需求面的因素。该方法适用于所有满足 CES 形

式与质量有关的需求结构。而具体到我们的方法中，令（2.3’）中的 = 1，即可得到（3.4’），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所提出的方法本身即包含了 KSW 方法的思想。 

但另一方面，产品质量也是企业的重要决策变量，因此我们通过考虑供给面因素，内生

化企业的质量决策，利用企业的利润 大化行为，导出产品质量的表达式（2.6）。Feenstra & 

Romalis（2014）指出仅依赖需求面因素进行产品质量估计，可能导致产品质量估算值更多

反映了模型对供给方的假设8。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我们的方法全面地考虑了供给和需求两

方面的信息，相对来说更稳健可靠。同时，（2.6）也强调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作用，这和

自 Melitz（2003）和 Bernard（2003）以来迅速发展的新新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紧密联系，

而这一点在仅考虑需求面因素的方法中无法体现。 

 

2. 实证方面 
在（3.4）的基础上，由于现有数据普遍存在年份维度 t，因此（3.4’）变为（3.4’’）： − 1 = + − − 1 − ……（3.4’’） 

考虑不同企业 i 不同产品类别 g 的出口，并进一步整理（3.4’’）得到（3.5）： + = − 1 + + − 1 ……（3.5） 

目前普遍的做法是分别加入年份-国家固定效应 和产品类别固定效应 （Khandelwal

等，2013；Fan 等，2015）变为（3.5’）： + = + + ……（3.5’） 

利用企业 i 在 t 年出口到 j 国的产品类别 g 的销量 和到岸价格 ，以及 Broda 和

Weinstein（2006）对于不同产品类别 g 的需求弹性估计值 ，可以估计（3.5’），得到的

估计值即产品质量 − 1 估计值。这一方法在实证上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由于在实际可得的微观数据中，往往只能观察到出口离岸价而非出口到岸价，因

此 KSW 方法通常使用出口离岸价代替（3.5’）中的出口到岸价 。但由（2.5）知，到岸

价在离岸价的基础上，包含了可加的从量贸易成本，如运输费用、保险费用、关税等。

Irarrazabal et al.（2015）的测算结果表明，从量贸易成本平均占出口价格的 14%，因此从量

贸易成本广泛存在，利用离岸价代替到岸价的做法可能产生较大误差9。 

第二，由于一般 j 国产品类别 g 的综合价格指数 和 j 国在产品类别 g 上的总支出

难以观测，KSW 方法利用年份-国家固定效应 和产品固定效应 将	 − 1 +
剔除。但由于固定效应 的存在，产品质量 − 1 的估计值在出口目的地

-时间维度上的均值也被减去。得到的 − 1 的估计值，实际上是企业 i 在 t 年出口

到 j 国产品类别 g 的质量，相对于该年出口到该国所有该类别产品质量均值的离差。这一估

计值在同一年份-国家组别内依然可比，但是却无法刻画出口到不同国家 j 和 j’的产品绝对

质量差异，或出口到同一国家不同年份 t 和 t’的绝对质量变化。 

为了表明这一点，我们对不同的 HS2 位码类别估计（3.5’），得到相应的 KSW 方法质量

估计值。以 HS2 位码为 40 的商品“橡胶及其制品”为例，首先，中国在 05 和 06 年出口到

美国的 KSW 平均产品质量均接近 0；其次，在 06 年，中国出口到美国和出口到日本的 KSW

平均产品质量均接近 0。直观的描述表明，由于减去了相应目的地-时间维度的均值，KSW

                                                             
8 Feenstra & Romalis（2014）对比了他们所估算得到的产品-出口国层面的进口产品质量，以及 Khandelwal
（2010）估算出的美国进口产品质量时得到了上述结论。 
9 将（2.5）取对数，可将从价贸易成本（ad valorem trade cost）分离，但无法将从量贸易成本（specific 
trade cost）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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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得到的质量测算值在跨时和跨国的意义上均不可比，因此对该质量估计值进行跨时或跨

国的运算也不恰当，在描述质量总体状况时，KSW 方法得到的质量估计指标并不适用10。 

我们的方法则从两个角度解决以上问题：首先我们对出口质量的计算基于估计式（2.6），

其中的价格即为出口离岸价，可直接从数据计算得到，因此解决了KSW方法中的测量误差；

其次，我们避免使用固定效应去除未知参数，直接利用 Feenstra & Romalis（2014）估算得到

的相应参数值根据（2.6）计算产品质量，得到的出口质量指标在跨时和跨国的意义上均可以

直接比较，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分布情况进行详细描述。 

 

四、 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情况 
我们利用 2000-2006 年的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结合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和结构性参数

的信息，依据（2.6）式计算产品质量。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将每个 HS6 位码类别

中低于 1%分位数和高于 99%分位数产品质量的观测值去除。得到的产品质量 在同

一 HS6 产品类别内跨时跨国可比。我们进一步对产品质量进行标准化，以允许不同产品类

别的产品质量可加总可比，如（4.1）式： = − %_ ……（4.1） 

我们将企业 i 在 t 年出口到 j 国属于产品类别 g 的产品质量减去相应产品类别 g 内总体

产品质量的 10%分位数，得到标准化的产品质量指标 。这一指标衡量了特定品种的

质量与其所属产品类别内参考质量水平（10%分位数）的差距，因此我们可以对标准化后的

产品质量进行跨产品比较和加总。 

 

（一） 总体情况 
首先我们关注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已标准化）在 2000-2006 年间的分布如何变化。

表 2 呈现了每年出口标准化产品质量的分布情况。从出口产品数目来看，每一年的出口产品

数目均比上一年有明显增长，而在 02-03 年这一增长更是接近 200%。中国于 02 年初加入

WTO，许多企业开始进入出口市场，这是 02-03 年出口产品数目出现井喷的重要原因。 

 

表 2：2000-2006 年中国出口产品总体质量分布 
年份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25%分位 75%分位 标准差 

2000 42,256 0.711 0.536 0.172 1.048 0.854 

2001 57,551 0.720 0.540 0.176 1.054 0.856 

2002 76,284 0.712 0.524 0.165 1.039 0.858 

2003 205,935 0.710 0.535 0.192 1.034 0.834 

2004 345,489 0.769 0.586 0.242 1.089 0.846 

2005 392,192 0.826 0.643 0.287 1.149 0.859 

2006 506,333 0.868 0.678 0.302 1.213 0.890 

总体 1,626,040 0.800 0.617 0.256 1.132 0.865 

 

从均值和中位数水平上看，中国制造业总体出口质量在 00-03 年间维持在较为平稳的水

平上，自 04 年开始，总体的出口产品质量开始有明显增长。从 00 年到 06 年，总体出口质

量的均值和中位数均增长了 15%左右。出口产品质量的 25%和 75%分位数也呈现同样的走

势，在 00-03 年期间稳定，而在 04-06 年持续增长。与 00 年相比，到 06 年，总体出口产品

质量的 25%和 75%分位数分别增长了 13%和 16%，与均值和中位数的增长相当一致。另外

                                                             
10 但在相对意义上，该指标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表示了单个品种相对于当年特定出口地质量均值水平的差

距，该指标的跨时变化刻画了单个品种在特定出口地的质量分布内相对于均值位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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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产品质量分布的标准差在 00-06 间非常稳定，仅增长了 0.036。因此总体上，

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在 00-06 年期间呈现分布总体右移，分布形态平稳的特点。 

接下来我们考察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出口质量的变化有何差别。表 3 呈现了两类企业

在 00-06 年间的分布变化情况。首先，与总体情况类似，内外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分布在

00-03 年均较为平稳，而在 04-06 年间则均有整体明显增长；其次，虽然内资企业的质量分

布在每一年均低于外资企业，但呈现出明显的质量追赶：以均值水平为例，00 年外资企业

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比内资企业高出 16%左右，而到 06 年这一差距缩小为 5%左右。内外资

企业总体出口质量均有提升，且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质量差距显著缩小。 

 

表 3：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情况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均值差 T 检验

年份 均值 25%分位 75%分位 均值 25%分位 75%分位 内资-外资 

2000 0.623 0.128 0.915 0.779 0.215 1.141 -0.156*** 

2001 0.672 0.137 0.991 0.757 0.210 1.101 -0.085*** 

2002 0.654 0.122 0.947 0.763 0.215 1.109 -0.109*** 

2003 0.656 0.152 0.942 0.755 0.230 1.099 -0.099*** 

2004 0.738 0.208 1.030 0.794 0.274 1.131 -0.056*** 

2005 0.790 0.249 1.088 0.857 0.326 1.193 -0.067*** 

2006 0.840 0.261 1.172 0.892 0.342 1.246 -0.052*** 

注：* p < 0.1；** p < 0.05；*** p < 0.01，下同。  

 

（二） 分行业情况 
接下来我们研究不同行制造业行业的出口质量变化有何不同。我们首先依据每个 CIC4

位码行业中的平均企业资本劳动比率，将行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实线）和劳动密集型行业

（虚线）。表 4 和图 1 呈现了两种类型行业的总体质量变化情况。首先，在样本期间，两种

类型行业均经历了产品质量的提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平均产品质量水平增长了约 17%，资

本密集型行业的平均质量水平增长了约 13%；其次，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平均产品质量水平持

续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两者的差距在样本期间有所减小。 

 

表 4：不同要素密集型出口产品质量情况 
年份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均值差 T 检验 

2000 0.669 0.795 -0.126*** 

2001 0.665 0.831 -0.166*** 

2002 0.664 0.808 -0.145*** 

2003 0.688 0.757  -0.069*** 

2004 0.747 0.817 -0.070*** 

2005 0.797 0.893 -0.096*** 

2006 0.838 0.933 -0.095*** 

 

值得注意的是，在 01-03 年期间，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的平均质量水平经历了约 7%的

下跌，这是因为作为一个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国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出

口上原本不具比较优势，而中国在 02 年加入 WTO，导致了一部分原本不具有竞争力的资本

密集型行业企业开始出口，这部分企业的出口质量相对较差，因此在开放初期拉低了资本密

集型行业的出口质量水平，之后资本密集型出口质量开始提升。由于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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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具有较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贸易自由化之后新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在同一时期并不存在明显的质量降级现象。 

 
图 1：不同资本密集度行业出口质量水平变化 

我们进一步细分行业，研究哪些具体的行业经历了 大幅度的质量升级和降级。我们根

据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CIC）的 2 位码行业，计算不同行业在期初 00 年和期末 06 年的

标准化出口产品质量均值，由于 02 年中国加入 WTO 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我们也同样计

算 02 年各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均值，结果列于表 5。 

 

表 5：国民经济行业分类（CIC）2 位码行业出口产品质量情况 
CIC2 位码行业 总体 2000 年 2002 年 2006 年 06-00 06-02 

农副食品加工（13） 0.463 0.833 0.738 0.455 -0.377*** -0.282***

食品制造（14） 0.849 0.949 0.909 0.844 -0.105*** -0.065**

饮料制造（15） 0.697 0.750 0.521 0.722 -0.029 0.201***

纺织（17） 0.498 0.304 0.329 0.545 0.241*** 0.21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18） 0.567 0.510 0.483 0.627 0.117*** 0.144***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19） 0.602 0.539 0.529 0.634 0.094*** 0.104***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20） 0.636 0.627 0.453 0.725 0.098*** 0.273***

家具制造（21） 0.733 0.409 0.523 0.900 0.491*** 0.378***

造纸及纸制品（22） 0.487 0.312 0.252 0.613 0.301*** 0.361***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23） 1.143 0.923 0.928 1.346 0.423*** 0.418***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24） 0.894 0.717 0.767 0.976 0.260*** 0.20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26） 0.703 0.627 0.571 0.753 0.127*** 0.183***

医药制造（27） 1.444 1.164 1.368 1.554 0.390*** 0.186***

化学纤维制造（28） 1.244 0.970 1.225 1.288 0.318*** 0.062* 

橡胶制品（29） 1.517 1.215 1.430 1.641 0.426*** 0.211***

.6
.7

.8
.9

1
A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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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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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2000 2002 2004 2006
year

Capital-intensive Labor-intensive

Comparison between labor/capital-intensiv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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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制品（30） 1.095 0.847 0.945 1.193 0.346*** 0.249***

非金属矿物制品（31） 0.718 0.542 0.734 0.818 0.276*** 0.084***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32） 0.259 0.216 0.341 0.262 0.046* -0.079***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33） 0.553 0.297 0.273 0.478 0.181*** 0.205***

金属制品（34） 0.730 0.808 0.911 0.737 -0.072*** -0.174***

通用设备制造（35） 0.982 0.961 0.866 1.061 0.100*** 0.195***

专用设备制造（36） 1.455 1.137 1.256 1.547 0.410*** 0.29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37） 0.772 0.861 0.701 0.830 -0.031 0.12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39） 0.830 - - 0.827 - -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40） 1.245 0.783 0.566 1.415 0.632*** 0.85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41） 1.291 1.748 1.278 1.382 -0.366*** 0.104***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42） 0.642 1.153 1.118 0.632 -0.521*** -0.486***

 

表 5 显示，无论是 00-06 年期间还是 02-06 年期间，在全部 26 个制造业行业中，大部

分行业的出口均呈现质量升级。以 00-06 年期间为例，质量增长速度 快的行业包括通信设

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63%）、家具制造（49%）、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42%）、

橡胶制品（42%）、专业设备制造（41%）、医药制造（39%）。呈现平均质量下降的行业则包

括工业品及其他制造（52%）、农副食品加工（38%）、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37%）

和食品制造（11%）。由于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异质性，影响各个行业出口质量的因素也不同，

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大部分行业的出口质量在 00-06 年和 02-06 期间均有显著的提升。 

 

（三） 目的地收入水平 
我们比较中国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制造业产品质量有何特点。我们首先按照式（4.2）对 t

年出口到 j 国所有产品类别的质量进行加权平均： = ( ∙ )/∑ , ……（4.2） 

若在 t 年的某一 HS6 位码产品类别 g 中，出口到 j 国的 为 高，则我们将这一产

品定义为所谓的“质量领导者”（quality leader），构造相应的虚拟变量 ，如式（4.3）： 

= 1, 	 =0, 	 ≠ ……（4.3） 

依照 Amiti 和 Khandelwal（2013）的方法，我们将 j 国在 t 年所有类别 g 的 加

总，得到中国在 t 年出口到 j 国的“质量领导者”的数量，将其加 1 取对数得： _ _ = 	(1 + ) 
因此 _ _ 反映了中国在 t 年对 j 国出口产品总质量的高低。在图 2 中，

我们将 00 年、02 年、04 年和 06 年每个国家的 _ _ 指标对各国当年人均

GNI（不变价）做散点图和线性拟合，结果表明在跨国层面上，出口品质量与目的地收入水

平有很强的正相关，且这一关系在不同年份间均相当稳定：四年内相应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53、0.56、0.61、0.59。Hallak（2006）、Hallak & Schott（2011）、Feenstra & Romalis（2014）

等研究均发现进口国的收入水平与进口产品质量正相关，我们的描述性事实支持了这一现象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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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人均 GNI 与“质量领导者”数量 

表 6 进一步列出在 00、02、06 年“质量领导者”数目居于前 10 位的经济体。中国出口

质量 高的十个目的地的排序相当稳定，其中日本、香港、美国和韩国稳居前四，而其他

经济体在 00-06 年间的变化也不大，且居于前十位的经济体基本都属发达国家和地区，与

图 2 所呈现的描述性证据一致。 

 

表 6：“质量领导者”数量排名 
排名 2000 2002 2006 

1 日本 日本 日本 

2 香港 香港 香港 

3 美国 美国 美国 

4 韩国 韩国 韩国 

5 新加坡 泰国 意大利 

6 德国 马来西亚 泰国 

7 澳大利亚 新加坡 新加坡 

8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德国 

9 印度尼西亚 英国 越南 

10 英国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四） 进口关税与出口关税 
2002 年加入 WTO 之后，中国的进出口关税均有大幅下降，因此许多研究也利用这一自

然实验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Yu（2015）发现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的减

免均提升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因而可能也对出口质量有提升作用；Fan 等（2015）则

发现进口关税减免提高了中国企业差异化产品的出口价格和质量，Bas 和 Strauss-Kahn（2015）

也有类似发现。利用测算得到的出口质量，我们将每年出口到每个国家的每个 HS6 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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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的平均质量对当年相应出口关税水平做散点图和线性拟合；又将每年出口每个 HS6 位

产品类别的平均质量对当年相应进口关税水平做散点图和线性拟合。图 3 呈现了 02 年和 06

年的情况，负向关系表明，出口关税越低，出口质量越高，反映了出口关税减免的市场扩张

效应；进口关税越低，出口质量越高，反映了进口关税减免的竞争加剧效应，两种效应均有

利于出口质量的提升。出口质量与进出口关税水平的相关系数在02年分别为-0.159和-0.155，

在 06 年分别为-0.101 和-0.119，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化，其效果有所减弱。我们的描述性事

实与以往研究所得到的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中国出口质量的结论相一致。 

 
图 3：进出口关税水平和平均产品质量 

 
（五） 总体质量变化动态分解 

我们进一步探讨在中国制造业总体出口质量的动态变化中，持续出口品种的效应和进入

/退出品种的效应，即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利用 Melitz 和 Polanec（2015）提出的动态 Olley-

Pakes（OP）分解方法，我们首先将样本期间出口质量的总体变化分解为持续出口品种的效

应（Surviving varieties）、进入品种的效应（Entering varieties）和退出品种的效应（Exiting 

varieties）；之后我们进一步在持续出口品种的效应中区分两种效应：一是品种自身的质量提

升效应（Within-variety）；二是不同品种之间市场份额再分配的效应（Between-variety）。 

为了测度某个特定时间段内，不同效应在总体质量变化中的贡献，首先我们需要以期初

和期末定义特定的时间段。记期初为 = 1，期末为 = 2。我们用下标 s 代表每个特定的企

业-出口目的地-产品类别分类（即 = ，下简称为品种）。每一期的总体出口质量（加权平

均，权重为出口总额）记为 ，其表达式为（4.5）： = ∑ ∙ ( /∑ ) ……（4.5） 

根据 Melitz 和 Polanec（2015）提出的动态 OP 分解，我们将所有的品种 s 根据其在 = 1
和 = 2期出口市场上的存活情况，划分为持续出口（S）、进入（E）、退出（X）三个组别（G）。

我们定义不同组别 G 在两期所占的市场份额 和加权平均质量 ，如（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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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4.6） 

因此对于 和 ，有下列的分解： = + = + ( − )= + = + ( − )……（4.7） 

根据（4.7），我们将两期之间的总体产品质量变化做如（4.8）的分解： ∆ = − = ( − ) + ( − ) + ( − ) ……（4.8） 

从经济含义上看，总体产品质量的变化可以被分解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持续出口品

种的贡献 − ，即两期之间持续出口品种的总体质量之差；第二部分是进入品种的贡献( − )，是进入品种质量与持续出口品种在 = 2期的质量之差，仅当进入品种的质

量高于当期持续出口品种时，进入品种对于总体质量的提升才有贡献，此外进入品种当期所

占的市场份额 也有影响；第三部分是退出品种的贡献 ( − )，是持续出口品种

在 = 1期的质量与退出品种质量之差，仅当退出品种的质量低于当期持续出口品种时，退

出品种对于总体质量的提升才有贡献，此外退出品种在当期所占的市场份额 也有影响。 

根据（4.8）的分解方法，我们首先将一年作为区间长度做逐年分解。表 7A 部分呈现了

对总体质量变化的分解结果。逐年地看，总体产品质量在 00-03 年间逐年下降，降幅分别为

9.9%、3.6%和 2.2%，降幅逐步收窄。这三年期间质量降级的主要来源有所不同：贸易自由

化前（00-01）退出品种是质量降级的主要原因（-14%），而贸易自由化发生之后（01-02、02-

03），质量降级主要由进入品种导致（-4.8%和-8%）。这暗示在贸易自由化前，出口市场存在

一定的错配现象：与持续出口品种相比，退出出口市场的品种质量反而更高；贸易自由化发

生之后，由于贸易壁垒的解除，一部分相对低质量的品种开始进入出口市场，因此导致进入

品种成为质量降级的主要原因。这三年期间持续出口品种的贡献由负转正。 

 

表 7：出口产品质量动态分解：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 
A：逐年分解 

样本期 存活品种 新进品种 退出品种 平均 

2000-2001 -0.003  0.044  -0.140  -0.099  

2001-2002 -0.013  -0.048  0.025  -0.036  

2002-2003 0.067  -0.080  -0.009  -0.022  

2003-2004 0.069  -0.029  0.032  0.073  

2004-2005 0.091  -0.031  0.040  0.100  

2005-2006 0.016  -0.005  0.016  0.027  

B：贸易自由化前后对比（00-01 vs 01-06） 

样本期 存活品种 新进品种 退出品种 平均 

2000-2001 -0.003  0.044  -0.140  -0.099  

2001-2006 0.387 -0.412 0.166 0.141 

 

而自 03 年之后，每年的总体质量逐步上升，在 04-05 年达到 高，为 10%。在这期间

持续出口品种和退出品种对质量升级均有正向贡献，且均在 04-05 年期间达到 高，分别为

9.1%和 4%，退出品种的正贡献表明一部分相对低质量的品种退出出口市场是质量升级的重

要原因；进入品种的贡献持续为负，意味着在开放期间，另一部分相对低质量的品种进入出

口市场，对总体质量提升造成了负向作用。 

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中国出口质量的总体变化情况如何？我们对贸易自由化的前后

两段时期（00-01 时期和 01-06 时期）进行动态 OP 分解。表 7B 部分呈现了分解结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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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前的分解结果与 00-01 的结果相同，而 01-06 年的分解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发

生之后，中国总体出口质量提升了 14.1%，其中持续出口品种贡献 38.7%，退出品种贡献

16.6%，进入品种贡献-41.2%。因此，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持续出口品种是总体质量提升

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一部分相对低质量的品种退出市场也是总体质量提升的重要原因。另一

方面，贸易自由化也使另一部分相对低质量的品种进入出口市场，其影响总体上大于退出品

种的提升作用，减缓了总体质量提升的进程。 

既然持续出口品种对质量提升起了主要作用，我们进一步探讨其中品种自身质量提升和

不同品种间市场份额再分配两种效应的贡献。我们分解持续出口品种的贡献，如（4.9）式： − = − + ∆ ……（4.9） 
其中 = ∑ ∈ / 为持续出口品种在 t 期的简单平均质量。因此 − 衡量

了两期之间总体质量分布均值的变化情况，即品种自身质量提升效应；而∆ 则衡量了在两

期之间发生的市场份额变化中，高质量的产品的市场份额是否有所扩张，即市场份额再分配

效应。我们根据（4.9）式进行逐年分解和贸易自由化前后的分解，结果列于表 6。 

 

表 8：集约边际动态分解：品种内/品种间效应 
A：逐年分解 

样本期 存活品种 区内存活品种 区间存活品种 

2000-2001 -0.003  0.019  -0.022  

2001-2002 -0.013  -0.005  -0.008  

2002-2003 0.067  0.006  0.061  

2003-2004 0.069  0.031  0.038  

2004-2005 0.091  0.039  0.052  

2005-2006 0.016  0.013  0.004  

B：贸易自由化前后对比（00-01 vs 01-06） 

样本期 存活品种 区内存活品种 区间存活品种 

2000-2001 -0.003  0.019  -0.022  

2001-2006 0.387  0.100  0.287  

 

表 8 A 部分表明，在 00-01 和 01-02 两期，持续出口品种的质量降级主要来自市场份额

再分配效应，这说明在此期间市场份额的错配导致了持续出口品种总体质量的下降，而持续

出口品种自身质量则有所提高。02 年之后，持续出口品种的总体质量水平持续上升，两种

效应均为正贡献，说明在贸易自由化之后，品种自身的质量持续提升，同时相对高质量的品

种也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从市场份额再分配这一渠道促进了持续出口品种总体质量的提

升。B 部分呈现了在贸易自由化前后两种效应各自的贡献，可以看到，在贸易自由化发生之

后，持续出口品种总体质量水平提升了 38.7%，其中 10%来自品种自身质量水平的提升，

28.7%来自市场份额分配的改善，高质量的品种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两种效应的贡献之

比大约为 1:3，不同品种间的市场份额再分配效应占主导作用。 

 

五、 结语 
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质量在新世纪以来如何变化？回答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准确地测算出

口产品质量。在本文中，我们首先提出，目前较为广泛使用的出口质量测算方法（Khandelwal

等，2013，即 KSW 方法）在理论和实证意义上分别存在局限性：1）理论上，现有方法仅考

虑了需求面因素，将质量作为外生给定，忽略供给面的重要因素；2）实证上，现有方法采

用出口离岸单价（FOB 价格）代替出口到岸单价（CIF 价格）作为出口目的地消费者所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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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因此引起变量测量误差，另外现有方法在估计出口质量时使用固定效应去除不可观

测因素的做法，会导致质量测算值跨时跨国不可比。为了解决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我们提

出新的出口产品质量测算办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创新和改进：1）采用 Feenstra & Romalis

（2014）的理论框架，全面考虑供给和需求因素，并证明我们所用的理论框架实际上包含了

目前广泛使用的 KSW 方法；2）提出基于微观数据的测算办法，体现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

重要作用，测算企业-产品层面的出口质量；3）消除价格这一关键变量的测量误差，同时避

免使用固定效应去除宏观因素，从而保证测算得到的质量指标在跨时和跨国意义上可比。 

我们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准确测算中国制造业一般出口企业出

口质量，有以下发现：1）2000-2006 年期间，中国制造业总体出口质量水平呈现分布总体右

移，分布形态平稳的特征，出口质量水平总体上升约 15%；2）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

质量水平差距明显缩小，内资企业呈现质量追赶；3）大部分行业的出口质量水平有显著提

升，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质量水平更高，而进口和出口关税水平与出口质量负相关；4）利

用动态 OP 分解方法，我们发现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持续出口品种的质量提升是 为重要

的原因，退出品种和进入品种的产品质量相对较低，分别促进和减缓了总体质量提升的进程；

进一步的分解发现，在持续出口品种的质量提升中，品种自身质量水平提升和不同品种间的

市场份额再分配效应之比大约为 1:3，市场份额再分配效应占主导作用。 

我们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水平呈现整体提升的趋势。而发挥市场机制，

完善资源配置，能够通过减少市场份额错配这一渠道助推质量升级。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革，发达国家开启“再工业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参与产

业再分工，我国的制造业面临全球竞争加剧的格局，风险与机遇共存。世界市场一体化和竞

争的日趋激烈会如何影响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竞争力？这是我们在今后研究中希望进一步深

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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